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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洪汉鼎先生人生访谈。
· 不仅以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还包括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多篇文章。
◆ 读者定位
1、哲学研究者
2、对哲学史重要人物相关话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
· 作者简介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三卷本，中德文对照），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诠释学真理？》等。
· 内容简介
 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 简要目录
 目录 
　　第一部苦难与奋斗 
　　第一讲家庭和中学时代 
　　第二讲北大记事 
　　第三讲反右斗争 
　　第四讲陕西十五春秋 
　　第五讲重回北京 
　　第六讲德国之行 
　　第七讲台湾讲学 
　　第二部哲坛与问学 
　　第一讲贺门子弟 
　　第二讲学问经世 
　　第三讲格义与诠释 
　　第四讲中西诠释比较 
　　第五讲哲学建构 
　　第六讲学术事业与期望 
　　第三部附录 
　　春蚕到死丝方尽——记冯友兰老师 
　　贺师与斯宾诺莎 
　　回忆洪谦教授 
　　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维特根斯坦 
　　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 
　　 
　　学生访记——2013年上学期末我们访问了洪汉鼎老师
◆ 上架建议
社科
书摘
自序  
　自1999年开始，大略11年间，我在台湾先后任教于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诸大学。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湾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我离开台湾杏坛前两个月，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的关启匡、陈嘉骏和林柏宏诸博士生要对我进行专访，同时参加的还有世新大学的王立业、李玉馨，台湾“中央大学”的李哲欣、谭宇权和政治大学的李彦仪。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两个月与他们作了共十余次访谈。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 
　　我一生的命运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铁蹄的炮火声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难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国内战争爆发。当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我随家迁到江苏无锡。1951年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我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此期间，也引发了我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美好的前程似乎翘然已待。然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哲学研究时，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的学习在当时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年方19岁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在斋堂艰辛的劳动中，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了我继续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咸阳专区永寿县工会，承担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治学热情，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我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我在该年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自己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我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备。 
　　但是，正如有人说的，这种提前毕业于我并不是福而是祸。正当我准备在哲学上发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这是政府研究机关，主要为政府政策服务，它没有研究生院。在这里，我不仅失去了很多学术资源和条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没有培养自己的学生。 
　　不过，这一切并未阻碍我继续研究哲学的决心和毅力。1983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的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我于1984年10月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头衔，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学人的唯一一个哲学名誉博士；1992年又获得国务院认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德国的学术深造使我在此后30年以传介和发展诠释学为核心。1990年后，我多次赴德国、我国香港等地讲学。2000年退休后，赴台湾地区各大学讲学十余年。1994年,我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的译著《真理与方法》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学术上我是很低调的学者，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子。台湾学生曾问我，到这个年龄我对于自己的哲学自我评价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走的哲学之路不是纯粹创造性的路，如有些人自认为的那样，而是重构过去哲学之路；但这一重构又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蹈过去哲学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解释过去哲学提出一种创新之路，也就是重新回复过去而创新。这一进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诠释学之路，我认为这是我们许多哲学家所走的路。孔子说述而不作，就是指解释而不创造，创造是圣人的事，我们作为人只能够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也不是纯粹的复古守旧，而是一种新时期的创造行为。 
　　有人曾以“事件型文人”和“作品型文人”来描述当今一些文人，说“为数不多的事件型文人，总能以自己弄潮儿的天赋，占据舆论制高点，遂使那些埋头写作、性格内敛的作品型文人日趋门庭冷落”。当然，后者原本就为数寥寥，更不用说，这里所说的作品是指可以称得上真正作品的，而不是指那些哗众取宠，毫无独立见识的东西，后者在今天的书摊上比比皆是。如果作品是指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作品，那么我自认为自己就是这种作品型的文人，而不是那种弄潮儿的事件型的文人。在这里我想起友人李幼蒸先生对利科哲学所作的评价：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这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相互分歧或对立的认识论张力关系勇聚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可能利科这一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始终注意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欧陆理性论哲学与英国经验论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现象学与诠释学、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综合。 
　　当然，我的一生是充满不幸和挫折，以致非常艰苦的一生，我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就等于说某人已经受到伤害，但是，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这种孤独只是单独的一个方面，即它脱离朋友，被朋友圈遗弃；可是如果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来看，单独又是一个哲学家所走的路。伽达默尔曾说，海德堡的“哲学家之路”并不是因哲学教授而命名，而是那些具有历史感的单独之人经常散步的道路。哲学家想借此同以往的时代取得一种内在的联系，自由而独立地思考，寻求自然的内在精神。歌德曾说“谁曾经历过单独，啊，他就将一个人生活”。单独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魅力，它几乎能唤醒一种醉意，使人神往。黑格尔曾说，并不是主人，而是奴隶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这并不是因为奴隶把主人置于享受的锁链之中，而是因为与依赖于奴隶服从的主人相比，奴隶总是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识，亦即具有对自己的能力的意识，他在劳动能力中发现了自己的意义。 
　　悲情、低调和孤独，这是我的基本特征，但也不完全就是我的唯一特征。在此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同样有乐观、进取和奋斗。我经常以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样。斯宾诺莎沉着而冷静地面对苦难，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而费希特则始终激情而乐观地投入生活，坚强不屈、勇往直前。把他们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静与动、阴与阳、柔与刚的完美结合，如此，在人生幸与不幸、顺与逆的过程中就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幸喜老天对人是公平的，尽管我很长时间内受到不幸的遭遇，但老天给了我一个较好的身体，使我在此耄耋之年还能著述和讲课。 
　　本访谈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个人从中学时代到现在的种种经历，幸与不幸的交集；第二部分是我的老师的情况以及我对哲坛的一些看法；第三部分是我过去所写的回忆文章的汇集。 
　　访谈录不同于回忆录，回忆录可能按历史时间的顺序和个人事件的次序进行撰写，而访谈录却是按照访谈人的提问进行回答，因而文字的组织可能有些纷乱，时间也可能会倒错。尽管我在最后审稿时作了较大的修改，疏漏可能仍然存在。另外，所谈的事件主要是从我个人的体认和理解出发，有些可能有误，在此再次恳请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中的注释大多为陈嘉骏博士所加，在此表示感谢。本访谈录在最后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干春松、唐文明诸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洪汉鼎 
　　丙申年春节修订于北京怡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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